
 

 

 

 

 

 

东亚视域下的宁波海丝文化  
 

李广志（Li Guangzhi） 

 

摘要：宁波海丝文化对外传播的时间久、范围广、影响大，在东亚史上独占鳌头。由宁

波传到海外的文化既包含物质方面，也包含精神层面，同时也伴随大批人员交流互动。

宁波成为通往日本和新罗海道的启碇港，将中国先进文化、制度、汉字及书籍等传播到

海外。文章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线索，考证了宁波与东亚千年海上交通的历史，梳理东亚

文明史上留下的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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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被称为古丝绸之路的“活化石”①。宁波地区不仅有丰富的史前文化，河海元素独具特

色，唐代开始设明州，由此展开对外交流，积累了丰富的丝路文化。宁波海丝文化对外传播的时间

久、范围广、影响大，在东亚史上独占鳌头。宋代以后，宁波设置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成为

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在宁波与日本、高丽、东南亚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日交流两千年，早期是以官方往来为主，日本使者多以到访国都为最终目的地。中国古代都

城经常更迭，比如，自秦汉以来，今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等地，都曾经做过不同

时期的首都，日本奉贡朝贺的地点也随之不断变换。但是，宁波与日本的交往，1300 多年来，始终

没有中断过。从区域角度来看，其历史之久，内容之丰富，超过历史上的都城，是我国其他地区无

法比拟的。通过宁波输往日本的瓷器、书籍、艺术、习俗、文学等，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产生巨大影

响。因此，宁波在的地位，近年被日本学界称之为“圣地宁波”。如今，宁波城内保留许多海丝文

化的历史遗存。这些看得到、摸得着的景观，连接宁波与东亚的海洋世界，展示着宁波这座城市的

丰富文化内涵。 

 

一、宁波与日本的海上交通 

唐代的明州，成为通往日本和新罗海丝之路的启碇港。日本及新罗的船只可利用季风及洋流，

横渡东海、黄海直达明州。日本遣唐使带回大唐的先进文化、制度、佛教及书籍等，明州与遣唐使

之间留下许多历史佳话。 

鉴真东渡在中日交流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其影响不局限于当时，一直延伸至今。自 742 年至

753 年，鉴真进行了长达 12 年的东渡之旅，前五次均遭失败，第六次才得以成功。他凭着不畏艰险、

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实现了赴日弘法的心愿，同时也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 

743 年底，鉴真第二次东渡遭遇暴风失败，在明州上岸，被安置到阿育王寺。鉴真在明州居住

期间，遍游阿育王山，见到了鄮山东南岭石上的佛足迹、圣井等遗迹。鉴真与明州阿育王寺的因缘，

成为日本佛舍利信仰的源头。鉴真东渡所带物品的清单中有“如来肉舍利三千粒”及“阿育王塔样金铜

塔一区”。（真人元开、汪向荣 87-88）如今，日本唐招提寺内，盛装舍利的“金龟舍利塔”和鉴真带来

的“白玻璃舍利壶”，以及包裹其壶的“方圆彩系花网”都已成为日本国宝级文物。自鉴真以后，日本

佛舍利信仰发生了变化，成为人们礼拜的对象。不能不说，鉴真带到日本的阿育王信仰，也使宁波

与日本佛教开始产生了机缘，为日本佛教注入了新的成分。 

阿倍仲麻吕是唐代中日友好往来的象征，也是日本留学生的杰出代表。唐开元五年（717），不

满 20 岁的阿倍仲麻吕随遣唐使入唐，求学长安，改名为朝衡（亦作晁衡），后历任司经句校书、左

拾遗、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等职，直至大历五年（770）逝世，在大唐生活了 54 个春秋。

他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人交往密切，以文会友，尤其他在明州海边咏唱的《明州望月》诗，成

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李广志 1-12）。 

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 年，唐贞元二十年），日本再派遣唐使。这批遣唐使中有两个重量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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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即最澄和空海。他们二人在唐的经历，以及他们在日本所传播的思想，影响日本一千多年，至

今仍是日本文化中的代表人物。其中，最澄抵唐和返回日本的线路都是从宁波进出的，他活动的区

域主要集中在明州、台州和越州等地。 

延历二十三年七月六日，四艘遣唐使船从肥前国松浦郡田浦同时起航。次日，第三、第四船失

去联络，第一、第二船驶向大陆。其中，空海乘第一船，最澄乘第二船。八月十日，空海乘坐的第

一船漂至福州长溪县赤岸镇已南海口。最澄所乘的第二船，较顺利地抵达明州。第二船人员中，判

官菅原清公等二十七人准许入京，九月一日从明州奔往长安（李广志 362）。 

最澄因欲往天台山巡礼求法，在明州稍做休息后，于九月十五日出发。日本延历寺保存下了当

时明州和台州官府给最澄出具的牒，作为唐代发给外国人的通关文书，在唐日关系史中堪称一级史

料，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现在已列入日本国宝。此牒称作《明州牒》，也称《传教大师入唐牒》，

现存原本是两份牒，合二为一，前一部分是明州史孙阶签发的牒文，后一部分为台州刺史陆淳给最

澄回明州时签发的牒。 

 

 
图 1：《明州牒》（日本滋贺县延历寺藏，笔者摄） 

Fig 1. “Mingzhou Tie” (collected by Yanli Temple in Shiga Prefecture, Japan,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明州史孙阶签发的日期为九月十二日，另从最澄“疾病渐可”可以看出，最澄到达明州已有一

段时间。如此，最澄开始了在唐为期八个多月的求法巡礼活动。 

第二年，最澄自台州返回明州后，又到越州龙兴寺求法，在越府峰山顶道场得阿阇犁沙门顺晓

灌顶传授三部三昧耶、图样契印法，接受密宗“两部灌顶”后再回明州。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五月五日，最澄受教于明州县檀那行者江秘，从他那里受得“普集坛”

及“如意轮坛”。最澄在其著作《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载有“大唐明州檀那行者江秘”，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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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大唐贞元二十一年五月五日。大唐国明州檀那行者江秘。留传此普集坛并如意轮坛等。往日

本国讫。付法行者。大唐明州县廊里江第十二郎。”另，最澄还记录了在开元寺的活动情况，题

为“大唐开元寺灵光和上”，该项载：“大唐贞元二十一年五月五日。明州开元寺西厢法华院灵光

和上。传授军荼利菩萨坛法并契像等。”（李广志 139-152）可见，最澄与明州开元寺有着不懈之缘。 

遣唐使在明州期间，地方政府负责他们的吃住行，向他们提供食物，安排住处，一切费用由唐

政府承担。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六日，朝廷还下诏赐给在明州留守人员每人 5 匹绢。寺庙则是安置遣

唐使的主要场所，《日本后纪》载：“从去二月五日发福州，海行五十六日，此日到来。三日，到明

州郭下，于寺里安置。”（森田悌 363）从福州过来的第一船等待人员，几乎全部安置在明州的寺

院里。当时明州城及周边寺院有近二十所，其中包括城里的开元寺、开明庵、太平兴国寺和郊外的

阿育王寺及天童寺等。 

遣唐使回国前，明州刺史郑审则还送给最澄一封信，称赞最澄不畏艰险，万里求法，“可谓法

门龙象，青莲出池。”（叡山学院 281）
 
由此，遣唐僧最澄结束了浙东求法之路，携带大量的经书

章疏及图像和法器，满载而归，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的天台宗。 

另一位文化大师空海，在长安留学期间师从青龙寺惠果和尚，禀学真言密教。他很快便融会贯

通，接受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大法灌顶。因其学业优异，提前回国。唐元和元年（806）四月，空海

前往明州途中，在越州与当地文人进行了广泛交流。据说，空海回国前，为在日本寻求传授佛教的

圣地，在明州海边投掷密教法器“三钴杵”。他面朝日本方向，高声祈愿：“吾国如有圣地，愿三

钴降到彼处，归国后必竭力传播！”（李广志 76-80），于是抛向空中。三钴杵乘五色彩云，放射吉

祥光芒，飞向东方大海。 

回国后，空海在高野山金刚峰的一棵松树上找到了这个三钴杵，因此，高野山也就成了真言密

教的道场。高野山上至今存活一棵“三钴之松”，据说就是当时空海投掷三钴杵时落到的那棵树。

可以说，在日本密教缘起中，贯穿着一条宁波与高野山之间的飞天之路。 

 

二、东亚海丝的启碇港 

9 世纪开始，东亚海域交流发生重大变化，以唐朝商人、新罗商人、渤海商人和日本商人为主

的海上贸易商团开始崛起，他们活跃于唐、日本和新罗等地，成为东亚海域交流的主体。在明州口

岸，聚集大批海商，他们承载着货物运输与人员移动的跨国交往。 

9 世纪上半期，新罗海商张宝皋掌控大部分东亚海域，从事唐与新罗、日本之间的贸易。张宝

皋的贸易，以新罗清海镇为大本营，范围延伸至山东赤山、登州、莱州、泗水、楚州、扬州、明州、

泉州及日本九州等地。 

明州与新罗及日本的跨国贸易，贯穿整个 9 世纪。唐元和年间（806 年-820 年），浙东与新罗间

就已畅通了航线。元和十一年（816 年），《旧唐书·东夷·新罗》载：“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六

人求食于浙东”（刘昫等 3632），当地政府妥善安置。另外，日本弘仁十年（819 年）六月，就有大

唐越州人周光翰、言升则等人，乘新罗船抵日的记录。第二年，周光翰、言升则等人乘渤海使船回

国。明州与新罗间的海上交通，随着洋流以及季节风的变换，形成一条自然畅的通道，致使两地船

只，即便不欲互市，也会偶尔吹到对方。日本最后一次抵唐的遣唐使回国时，便担心飘至新罗，圆

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载：“案旧例，自明州进发之船，为吹着新罗境。又从扬子江进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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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又着新罗。”（圆仁 36）可见，在圆仁记录的开成四年（839），以及较早时期，明州与新罗之

间，时常会发生船舶漂着现象。 

另据 1936 年《牟平县志》录《无染院碑记》载：“又鸡林金清押衙，家别扶桑，身来青社，货

游鄞水，心向金田，舍青凫择郢匠之工，凿白石竖竺乾之塔。……施主浙江东道东西都指挥使、检

校尚书右仆射、守明州刺史兼御使大夫黄晟。”（中国方志丛书 1449-1452）碑记中的“鸡林”，

指新罗，“金清”，则为新罗国押衙。唐时，藩镇史府、都督府内掌管衙内之事的官员，或负责仪

仗的侍卫称“押衙”。“扶桑”，则指东夷诸国，此处为新罗。“青社”，原指以青州为中心的山

东地区，此处指登州昆嵛山一带。“鄞水”，明州地区，因古置鄞县，流淌鄞江，故此处称之鄞水。

“金田”，指佛寺。黄晟（859 年-909 年）则是明州鄞县人，性格强悍，唐末乱世而起，独霸一方，

自任明州刺史，在任 18年，政绩斐然，深得后世明州人民的怀念。 

唐末海商中，李延孝、张支信（有些史料记为张友信）、詹景全，航行的次数最多。唐朝商人及

船主的身份，文献有记载的包括：明州商人张支（友）信；大唐商人李延孝，又称渤海国商主；越

州商人詹景全，《延历寺座主圆珍传》则称其为婺州人；唐人李邻德；新罗国人王超；新罗人张公靖；

此外，还有浙江商人李达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 9 世纪东亚海域交流中，商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跨国性，超越了现代人所

界定的国界和民族的概念。有的唐船或唐商人，实际又为新罗船或新罗人。圆仁归国时所乘船员有

唐人长江、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等。此船在日本则称“新罗商船”，新罗人金珍又被称为

“唐人”和“唐客”。同样，钦良晖又被成为“唐商”和“大唐国商人”，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宋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称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职能。就其等级而言，分为市舶司、市

舶务、市舶场。路一级设市舶司，其下属市舶务多在州，下级政区设置市舶场。北宋末设有五处市

舶司，分别为：广南路广州、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杭州和明州、京东路密州市舶司。 

南宋初，绍兴二年（1132）三月二日，两浙提举市舶移至秀州华亭县置司。此后，杭州、明州

两处市舶司改为两浙路市舶司下辖的市舶务。两浙路市舶司下辖五个市舶务：杭州市舶务（后为临

安府市舶务）、明州市舶务（后为庆元府市舶务）、秀州市舶务、温州市舶务、江阴军市舶务。绍熙

元年（1190）年起杭州的市舶务被停废，宋宁宗执政期间（1195-1224 年），曾一度只许宁波从事中

国与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外贸易。 

宋代与高丽交通的主要口岸有两个：第一，北路，山东半岛的登州；第二，南路，即明州口岸。

北宋熙宁七年（1074 年），高丽为躲避契丹的威胁，请求由明州上岸，宁波开始接待高丽使者。元

丰元年（1078），定海县建“航济亭”，确立“为丽使往还赐燕之地”（《宝庆四明志》卷十八《定

海县志》）。如今位于宁波市月湖北侧的“高丽使馆遗址”，是宁波港与高丽往来的历史见证。所谓

高丽使馆，历史名称为“高丽司”、“来远局”、“高丽使行馆”、“高丽行衙”，政和七年

（1117年），明州人楼异建议宋徽宗在城内建造，徽宗皇帝愉快地答应，并有御笔批谕。这一馆舍不

仅是接待高丽使者的设施，同时也是商贾及朝贡贸易的中转地，在外交礼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宣和五年（1123），宋朝以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为正、副国信使出使高丽，擅长书法

的徐兢，以奉议郎充奉使高丽所提辖人船礼物官的身份随同行。徐兢一行于宣和五年三月十四日，

乘舟出汴京（今开封市），五月三日抵达明州，行程 49 天。在明州休息几日后，开始出发，通过海

上航路驶向朝鲜半岛的高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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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海道一》载，宣和五年五月“十六日戊辰神舟发明州，

十九日辛未达定海县” ，二神舟及六客舟，8 船浩浩荡荡地离开明州定海县，“二十四日丙子，八

舟，鸣金鼓，张旗帜，以次解发。”此次使团在高丽逗留约一个月左右时间，回国后，徐兢将所见

所谓如实地记录下来。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研究宁波与朝鲜半岛海上丝绸之路珍贵史料，

他详细地记载了自明州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海上航线，是我们了解宁波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依据。 

南宋初，高丽行使馆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高丽向金国称臣，高丽使改向金派使者，高丽行使

馆的作用随之减弱。隆兴二年（1164）四月，高丽入贡，此次是明州接待高丽官方使者的最后记录，

此后遂绝。 

 

 
图 2：旅日华侨捐资修路的宋代石碑（宁波博物馆藏，笔者摄） 

Fig 2. A stone tablet from the Song Dynasty, donated by overseas Chinese residing in Japan for road 

construction (collected by Ningbo Museum,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1980 年代初，一个新的发现，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宁波天一阁内尊经阁西边的院墙上，嵌入

三块宋代华人刻石，他们是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三名居住在日本太宰府（又作大宰府）博多港

的华人捐钱给明州寺院的刻石，施主的姓名分别为丁渊、张宁和张公意。丁渊捐资“十贯文，砌路

一丈”；张宁“舍身砌路一丈”；张公意“舎钱十贯，明州礼拜路一丈”。这三块石刻文物遗存的

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宋代华人在日本侨居的状况。 

如此，在 11 世纪左右，博多地区形成了中国人居住区。尽管各类史料表述略有差异，但多数都

称之为“唐坊”、“唐房”或“唐防”。滋贺县西教寺所藏《两卷疏知礼记》（上）永久四年（1116）

五月十一日条载：“筑前国薄（博）多津唐房大山船龚三郎船头房，以有智山明光房唐本移书毕。

已上。”（奈良国立博物馆 292-293）据此可知，在博多地区已有中国人居住的“唐房”，“大山”

为大山寺（有智山寺），“龚三郎”应当是中国人名，“船头”是指船长或船主。关于“唐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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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唐”指唐人，即中国人，“坊”指他们居住的街巷或房屋。唐宋时期广州出现的阿拉伯、

穆斯林聚居区称作“蕃坊”；唐代居住在楚州的新罗人生活区称“新罗坊”。 

明代李言恭、郝杰著《日本考》载，在昔日日本博多有一条街，名“大唐街”。可见，博多中

国人聚居区，形成于 11 世纪，一直持续到 12 世纪中下叶。尽管这种华人聚集海外的现象，并非日

本独有，类似于博多唐坊的中国人居住区，同一时期也出现在高丽及东南亚各地，但宋时在博多地

区形成的唐坊，无论在文献、考古资料还是历史遗存等方面，是已知华人在海外生活过程中最为完

整的大唐街，可以称作是世界上最早的“唐人街”。 

 

三、日本佛教的源流“圣地宁波” 

在日本美术史上，有一个专用的学术名词，称作“宁波佛画”。这一术语的代表作基本上出自

宋元时期宁波地区的美术作品。可以说，宁波是日本佛教的源头之一。其中，位于宁波市的天童寺

与阿育王寺，他们不仅在中国佛教文化中拥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日本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2009年 7月 18日—8月 30日，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举行一个特别展，题目叫：“圣地宁波——

日本佛教 1300 年的源流”。此展览一出，立刻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圣地，

指的是佛教发源地或与之有关的神圣之地，说明日本佛教与宁波有着密切关系。 

荣西是日本临济宗祖师。他曾两次入宋，他的入宋求法之路，在宁波与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

上留下一条鲜明的文化交流轨迹。 

第一次是 1168 年（日本仁安三年），四月三日出发，四月二十四日到达宁波。期间，到阿育王

寺朝礼舍利、巡礼天台山五百罗汉，停留 4 个月后回国。 

第二次是在 1187-1191 年。在宋生活 5 年，期间，初于天台山万年寺师事虚庵怀敞禅师修学禅

法，并随其来到天童寺学习。虚庵见天童寺的千佛阁，破损严重，发愿重修。荣西得知后，为报师

恩，欣然许愿，提出回日本后愿寄来良材，以助修复千佛阁一臂之力。 

绍熙二年（1191）秋七月，荣西乘杨三纲船离开明州。回国后，荣西果然从日本运来大批木材，

以援助修建损害的“千佛阁”。楼钥《千佛阁记》载：“果致百围之木，凡若干。挟大舶，泛鲸波

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辇致山中。”（天童寺志编纂委员会 104）可见当时的壮观场面。 

如今，千佛阁已不复存在。但是，天童禅寺在内外二“万工池”中间的位置修建一个千佛阁遗

址，称“千佛亭”，再现当初的历史时空。位于天童禅寺东南青龙岗山坡上新建一个“千佛塔”，

与千佛阁遗址遥相呼应，采用七层八面楼阁式宋塔的样式。塔下文字牌介绍：“古有千光荣西为报

佛恩，携僧众 59 人从日本送‘百围巨木’建‘千佛阁’，万历十五年（1587），毁于水灾。现建 59

米（地面 54 米，地宫 5 米）高的千佛塔以纪念千光荣西一行礼佛盛事。”曾经的千佛阁虽已消失，

但千佛亭遗址叙说着千年的历史，令游人叹为观止。 

荣西是将流行于南宋时期禅宗传到日本的先驱。同时，他写有《吃茶养生记》，被日本称为“茶

祖”，日本茶叶第一人。据说，荣西从明州回国时带回茶种，在日本种植后，日本才开始有了茶叶。 

今宁波市三江口岸矗立一座纪念碑，上书“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1223 年阴历 4 月，24 岁的

道元远渡重洋来到南宋的宁波（庆元府）。初到宁波时，因手续不全，未能立即上岸，在船上生活了

一段时间。 

五月四日，道元正在船上和日本船长聊天，一位老僧上船来，欲购买日本产的香菇。道元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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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茶，一边询问，得知老僧为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的典座。于是，二人促膝长谈，度过一段暂短的美

好时光。这一段经历，不仅令道元本人终身难忘，同时也给中日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道元在

《典座教训》中记下了当时的精彩瞬间。典座，相当于禅寺里的厨师长。 

 

 

图 3 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笔者摄） 

Fig 3. Monument to the Arrival of Dogen Zan in Song Dynasty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二人交谈完了后，同年七月，老僧辞去典座一职，准备还乡，得知道元在天童山挂锡，特意去看

他。二人再度相逢，道元高兴不已，赶紧请教日前在船上留下的文字和修行的问题。典座又给道元

指点一番，为道元开启了新世界。典座所言“遍界不曾藏”，指的是大千世界无任何隐瞒，现实世

界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起初，在道元看来，典座一职，只是做些杂务，受苦受累，对于追求修

行悟道没什么好处。修行佛道应该坐禅、读经、参话头，而烧火做饭之类的日常炊事劳动与佛道无

关。然而，典座开启道元，任何事情，都含有禅的精神，炊事也有禅，炊事禅。文字也不可执迷于

文字的表象，文字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融会贯通，达到真正的目的。由此，道元最后表白：“山

僧聊知文字，了辨道，乃彼典座之大恩也。”② 

雪舟是明代（日本室町时代）的著名画僧，日本美术史上的一位杰出画家。1467 年，雪舟随遣

明使船来中国，从宁波上岸。在宁波期间，雪舟游览了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尤其在天童寺，他获得

了“四明天童第一座”的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称号是个荣誉称号，不是实际职务。天童寺授予他第一座，也就是“太白

山天童景德禅寺”的首座，这也许是因为他是外国僧人，自古以来，对外国友人一般都给与特别的

关照。雪舟来明朝前，他的僧位是“知客”，也就是寺院中负责接待客人的僧职，官位并不高。获

得“四明天童第一座”的称号，对于雪舟来说，是个至高无上的荣誉，他也以此为自豪，在晚年的

书画中，经常以此为落款。可见，天童寺已深入到日本文化和艺术等领域，成为日本文人及僧侣向

往的地方。 

阿育王寺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不言而喻。自从鉴真东渡以后，阿育王寺及其佛舍利信

仰，在日本逐渐广为人知。 

作为日本国分总寺的东大寺，12 世纪末曾一度毁于战火，在重建过程中，负责人重源聘用宋朝

工匠，最终完好地修复了东大寺。重源曾“入唐三度”，1167 年，他首次入宋时，1168 年在明州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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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荣西，二人一起参礼了天台山、阿育王寺。重源见阿育王寺的舍利殿严重破损，表示愿意修缮积

德，回国后运来了日本良材，阿育王寺以此木材修复了舍利殿。重源启用宋人陈和卿为指挥，铸佛

造像，1183 年（寿永 2 年）冶炼铸造成大佛之首。1196 年，明州工匠伊行末等四人雕造了石像、石

狮等，最终才使重建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总之，大量的历史史实证明，在中日交往史的长河中，宁波天童寺与阿育王寺始终是两座高峰，

尤其在中日两国佛教交流、文化互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以鉴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使

者，还是以荣西、道元、雪舟为代表的日本求法僧，他们的足迹映射在两座古刹的历史步道上。 

 

四、宁波与日本的跨海交流文化遗产 

在一千多年的中日交流中，宁波作为文化的输出和输入地，展示了港航文明的重要价值。宁波

自身的文化元素，通过贸易、商人及僧侣等带到日本，丰富了日本的佛教、艺术、文学和习俗等方

面的文化内涵。 

日本现存许多南宋时期的石刻艺术。东大寺南大门的两座石狮子，为赴日的明州石匠所雕刻，

据《东大寺造立供养记》记载：“建久七年（1196），中门石狮狮、堂内石胁士、同四天像，宋人字

六郎等四人造之。若日本国石难造，遣价直于大唐，所买来也。”（佛书刊行会 54）据此可知，

1196 年，来自宋朝的六郎等四人，建造了东大寺南大门两侧的石狮、佛堂内的石造胁侍菩萨和四天

王像。日本自身的石材难以刻石，所以从中国买来。刻造的石材，证实为宁波产的梅园石。此处的

“六郎”，是排行的称呼，并非真名。而这四人中，能够证实其真实姓名的也只有这位“六郎”，

即明州工匠伊行末。 

 

 

图 4：东大寺南大门石狮（笔者摄） 

Fig 4. Stone lions at the south gate of Todaiji Temple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 No. 1, 2026    https://www.mlcjournal.com 136 

伊行末的活动痕迹多见于日本历史遗存，奈良县宇陀市大藏寺层塔，造于 1240（延应 2年），十

三重石塔，四面重檐无纹饰。塔上铭文刻有“大唐铭州伊行末”等字，这里的“铭州”即是“明

州”。也就是说，伊行末是宁波人。东大寺法华堂（三月堂）门前，安置一件由伊行末权守施与的

石灯笼，灯笼上铭文显示为 1254 年（建长 6 年）。在东大寺重建过程中，伊行末修筑大佛殿石坛、

四面回廊等，功劳卓著，特授予其“权守”（官位）一职，为此，伊行末布施石灯笼一座。 

伊行末为修建东大寺而来到日本。1196 年，伊行末等四人建造的东大寺南大门石狮子，分东、

西方雌雄两座，矗立于南大门北侧，面北背南，入口处各一尊。其中，东方像高 1.80 米，西方像高

1.60米，分别被安置在高约1.40米的华丽底座上。两座雕像的实际高度均已超过3米。两具座狮（蹲

狮），胸佩腰带和流苏。底座四周雕有含苞欲放的牡丹、开花莲、飞天及双狮戏球等图案。并且，其

上下配有莲瓣，下端刻有隅撑的脚台，底座基台雕有复杂的云纹图样，足见工匠的技艺精湛。 

伊行末完成东大寺援建后，携家眷在日本定居下来。行末逝后，后人继承其石刻风格，光大他

的事业，活跃在镰仓南都一带，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伊氏石刻流派，成为日本石刻工艺史上赫赫有名

的“伊派”，同时也是另一石工名流“大藏派”的鼻祖。这使得“伊派”石刻艺术成为日本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 

日本江户时代诞生了阳明学，王阳明生活的年代正是日本遣明使来华时期。正德八年(1513)五

月，王阳明与日本遣明正使了庵桂悟在宁波会晤,王阳明撰并书之《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

落款时间为“皇明正德八年癸酉五月既望”，即公元 1513 年，明正德八年五月十六日。此序比宁波

文人张迪（自称“四明山人习斋居士”）为《了庵和尚语录》作跋文早一日。阳明是与弟子徐爱等

人游浙东诸名山后，途经宁波返回余姚时，遇见了日本遣明使正使了庵桂悟，并为其送别诗文作序。 

了庵桂悟本为僧人，因其拥有丰富的学识和人格魅力，81 岁高龄被任命为正使。此次遣明使于

正德六年（1511）六月抵达宁波，正德八年回国。由于使团分两批出发，四船之中，第四船的正使

为宁波出身的宋素卿，他早于其他三船提前抵达宁波，并且先行返回。了庵使团朝贡仅至南京，未

能到北都，阳明与了庵之会晤，亦仅此正德八年五月一次。 

了庵桂悟回国前，宁波文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会。宴会上所作之诗、所撰之文，均有记录，

经人整理汇集成册，然后请宴会上最具文采的人作序。此刻，正是王守仁（王阳明)所作写《送日东

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诞生的过程。 

该序文极其珍贵，未见中国史料记载，最早见于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家斋藤拙堂的《拙堂文话》

中，后被《本朝高僧传》《邻交征书》《大日本史料》等收录，但文字略有出入。通过阳明参加送宴

会及作序之举，可以认为，这是王阳明亲自参加的一次中日文人交流实践活动，也是部分阳明思想

直接传到日本的首次历程，尽管尚不清楚它对后来日本形成的“阳明学”产生过什么影响，但它至

少在历史学、文学及书法等方面是一份宝贵遗产。 

阳明序的原本在日本久为私家秘藏，长期下落不明。直到东京五岛美术馆举办新装开馆记念名

品展——“五岛美术馆·大东急记念文库之精华”，王阳明《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手书真

迹才得以面世。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宁波与海外的交往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通览全史，交往的区域以东亚为主。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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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日交往分为两个时期，前半部分为官方往来，唐中后期以民间贸易为主。宋元时期则主要是民

间贸易，虽说民间贸易，但也是在国家管理之下进行的商品交易及人员往来。明代为勘合形式的朝

贡贸易。 

中日交往呈现多种形态，中国货物及人员输往日本，给日本社会带去诸多影响，概括而言体现

三个方面：第一，物质流动，主要有陶瓷、香药、书籍、铜钱等；第二，人的流动，有商人、僧侣、

使者；第三，思想的流动，主要包括信息、制度、规则、技术、技能、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语

言等。然而，有别于内陆交往，中日交往的另一个特点是通过海上交通实现的，称之为“海上丝绸

之路”。这个海路的出入口便是宁波。人员及物质流动的载体是商人的船舶，同时伴随大批中国人

去往日本，11-13 世纪间，在博多地区形成了“大唐街”。中国人生活在日本，也需要语言沟通，有

些商人一边从事贸易活动，一边兼职作通事，甚至从事专职翻译，为文化交流起到桥梁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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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Notes】 

①这一提法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5月 14 日，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演讲时提出的著名

论断：“……宁波、泉州、广州、北海、科伦坡、吉达、亚历山大等地的古港，就是记载这段历史的‘活化石’……”。

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全文），2017-05-14 11:52：https://www.gov.cn/xinwen/2017-

05/14/content_5193658.htm，[2026 年 1 月 31 日]。 

②岸泽惟安著《典座教训讲话》：https://junsoyo.on.coocan.jp/taberu/tenzo/tenzokyokun.htm，[2026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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